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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实现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为农民增收提供重要契机。本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释我国数字技术促农增收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状况。从理论来看，数字技术可以通过赋能农村、农业和农民三个路径促进农民增收；从实践来看，我国数字技术促农增收的政策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但也存在着政策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技术人才匮乏以及收入不均衡风险加剧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政策体系优化、多主体参与、技术素养提升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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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income in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promote farmers' income through three ways: enabling rural areas,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income have made important breakthroughs 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However, digital technology also fac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blems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come, such as imperfect policies, weak infrastructure, lack of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increased risk of income inequ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policy system,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improving technical literacy to promote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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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民增收问题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围绕“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有效解决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建设难题，实现数字技术同农业发展、乡村治理和农民生活深度融合，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1]。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向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应用，这些正深刻影响和改变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加速器和催化剂[2][3]。那么，数字技术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到底发挥何种作用，以何种形式实现等仍需深入探讨。  
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围绕数字技术赋能“三农”工作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评估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分析数字化建设现状，如有研究从数字环境赋能、数字创新驱动、农业质效提升、农业绿色发展、农民生活向好等方面构建数字创新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并展开应用[4]。二是分析数字化建设对农业、农村发展等的影响，如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聚合经济和分工经济四个方面探讨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5]，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视角，分析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6]，从农业产业、就业创业机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阐释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作用[7]，以及背后潜在的社会风险[8]。三是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相关议题，如阐释数字普惠金融推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逻辑[9]，助推产业兴旺的实现方式[10]，以及在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中的困境与出路等[11]。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学理层面阐释特定维度下的数字化建设对我国乡村振兴不同层面的影响，而聚焦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农民增收的系统化分析有待补充。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技术助农增收的作用机理、现实进展和存在问题，以期提出政策建议，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

1 数字技术促农增收的作用机制

数字技术是指嵌入在信息通信技术内或由其所支撑的产品或服务，主要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农业农村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而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12]。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可赋能农业、农村和农民，通过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提髙，也可直接作用于农民促其增收。

1.1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拓宽非农就业渠道等方式助农增收。

数字技术时代，农民不再是体力劳动者，提升农民数字技能可以使其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具体来说：第一，数字技术有助于释放农村劳动力，增加非农务工机会。随着数字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农机装备水平得到不断提升[13]，机器替代人力使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促进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前往大城市寻找工作，在外务工就业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第二，数字技术能够拓宽农民对信息、知识、技能的获取渠道，增加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农民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更多招聘信息，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农民非农就业信息的可获得性[14]，如农村电子商务所提供的在线知识获取方式更加精准，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知识存量、有效性和知识路径，拓宽农民与外界交流、建立联系的机会，对农村居民创业选择[15]、非农收入增加及缓解相对贫困等产生影响[16]。第三，数字技术促进农民金融素养提升，有利于农民合理开展投资理财，实现财产性收益增加。随着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延伸至农民这一群体，通过基础金融知识宣传、风险防范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民金融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引导其科学开展金融投资活动[17]，进而增加财产性收入。
1.2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通过提效增质、降低成本等方式助农增收。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有利于构建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以及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的提高，提升农产品的销量，进而增加经营性收入。第一，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优化软硬件设施助推一二三产融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工程大面积覆盖到农村，物联网、5G技术等逐步应用到农村，信息技术的扩散效应得以发挥，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促进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农业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有助于农民了解市场需求，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瓶颈问题，因地制宜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第二，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形成完整的工业链，提高农产品加工及流转中的附加值，促进农业生产的智慧化[18]。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中信息传递和获取模糊等困境，降低农民信息获取成本，智能化操作程序的应用，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第三，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经营体系，助推土地经营权流动，塑造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创新其产品销售模式和渠道。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依托大数据、现代信息技术等形成的网络数据库推动土地确权登记的规范化[19][20]，由此催生出更多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线上平台规模化出售农产品，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实现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21]。

1.3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通过营造环境、释放市场活力等方式实现助农增收。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可通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乡村文化的数字化开发与转化，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第一，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基础数据建设效率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随着我国乡村水利、电力、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农村电子商务站点建设和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农产品跨地区的高效流通成为可能[22]，有益于“互联网+农村实体经济”的“淘宝村”集群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23]，为农民增收提供良好条件。第二，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的新业态，打造农村“绿水青山”新面貌。通过挖掘创意农业、观光农业等，带动乡村健康养生、创意民宿等新产业的发展，实现资金、人才、管理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激活乡村市场化活力。新产业的发展会催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民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加[24]，为农民增收注入新动能。第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借助数字化和网络新技术，探索性开发乡村文化遗产，提高其投资性和流通性，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如农民借助数字媒介手段传播传统文化、民间手艺、民风民俗等，通过先进技术实现静态的文化艺术再现，吸引更多关注，进而增加农民收入[25]。

2 数字技术促农增收的现实进展

2.1 数字技术促农增收的政策环境逐步形成。

二十一世纪是社会高度信息化、经济高度知识化的时代，实施农业信息化是我国农业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历年的政策文件中各有侧重，并多次提及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关键词。如表1所示，2012年首次提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2015年将农业现代化作为“一号文件”的首要议题，2017年“智慧农业”被纳入中央“一号文件”，智慧农业建设再提速；2018年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将智慧农业与乡村振兴更加紧密衔接，2020年提出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要求，2021年指出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2022年提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强调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等。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委积极联动，围绕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以及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等进行细化部署，出台《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同时，地方政府围绕数字乡村建设进行有益探索。结合发展实际，部分地区已经陆续出台实施意见，成立数字农业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如《广西加快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广东省贯彻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2020）、河南省《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2020），江苏省《关于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2021），《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2021）。可以看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逐步从战略构想、方案规划向地方探索先行迈进，通过出台配套规划和实施方案，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为助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表1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梳理

	政策年份
	政策文件

	20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若干意见》

	20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若干意见》

	201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20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的若干意见》

	2017
	《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农业供給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201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202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20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202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202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注：作者自制
2.2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我国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一是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率在农村得到提高。截至2022年6月，我国已全面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通光纤比例从约70%提升至100%，平均下载速率超过100Mb/s。二是数字化农业农村建设快速起步。自2015年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以来，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呈现全面融合发展，《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表明，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37.9%。三是国家相关部门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市场等数据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统计报表制度，完成了多个单品种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部分助农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6]。四是数字基础金融服务基本达到全覆盖。数字乡村建设有力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以乡村服务为重点，有效化解了乡村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

2.3 多措并举保障数字技术被农民群体接纳和推广。

农业技术存在高风险、高成本等特点，这严重制约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基于此，国家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杠杆和引导作用，探索智慧农业相关技术产品的补贴机制[27]。当前数字技术在我国农村地区接受度逐步增高，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销售等方面得以深入推广。在农业生产方面，部分地区大力推进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领域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监测、预警，通过手机APP为小农户开展代耕代种、一条龙、一站式“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等便捷服务。在农产品销售环节，政企协作、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农产品电商发展新机制逐步形成，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农产品新模式快速发展，成为引领农村农产品出村的新路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农村网络零售和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长依次为2.5%、11.2%[28]。此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渔业的深度融合，使得网络成为农民学习和应用技术的新农具。 

2.4 数字技术促农增收的效果逐渐凸显。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如表2所示）。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迈入2万元大关，达到20,133元；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村居民经营性净收入从2013年的3,935元上升到2022年的6,972元；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2013年的3,653元上升到2022年的8,449元，成为农民人均收入结构占比最大的来源之一；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从2013年的195元上升到2022年的509元。

表2 2013-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净收入
	经营性净收入
	财产性净收入

	2022
	20,133
	8,449
	6,972
	509

	2021
	18,931
	7,958
	6,566
	469

	2020
	17,131
	6,974
	6,077
	419

	2019
	16,021
	6,583
	5,762
	377

	2018
	14,617
	5,996
	5,358
	342

	2017
	13,432
	5,498
	5,028
	303

	2016
	12,363
	5,022
	4,741
	272

	2015
	11,422
	4,600
	4,504
	252

	2014
	10,489
	4,152
	4,237
	222

	2013
	9,430
	3,653
	3,935
	19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数字技术的影响，则需进一步通过分析检验得出。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前提，宽带与电脑入户规模则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互联网普及率作为衡量农村数字技术的水平[29]。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发布的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数据（详见表4）和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农村居民收入数据（详见表2）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来看：伴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与完善，数字技术在促进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不同结构性收入水平提升上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如表3所示）。在整体收入方面，互联网普及有助于我国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提升；在收入结构方面，互联网普及率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影响显著。这说明，现阶段数字技术对于农民增收的影响刚刚起步，可以通过提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水平，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总收入水平的提高。

表3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的回归分析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回归系数
	T值
	P值
	R方

	可支配收入
	 284.49
	9.56
	均小于0.001
	0.92

	工资性收入
	125.48
	9.01
	
	0.91

	经营性收入
	79.80
	9.66
	
	0.92

	财产性收入
	8.42
	10.54
	
	0.93


注释：回归分析中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作为自变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三种收入分类（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作为因变量。
3 数字技术促农增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数字技术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影响数字技术助农增收效果。

尽管当前国家和地方围绕数字乡村建设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但现阶段其规范化程度还有待加强。第一，数字乡村相关法律法规的合理约束与科学指引尚未成熟完善。如相关实践领域的数据主体权责边界不清、数据产权归属不明、数据开放和共享的标准不一等问题逐步显现，数据的收集、储存和运用过程中也缺乏相关的监管机制与法律保障，造成信息泄露与信息侵害风险加剧。第二，农村数字化建设欠缺成熟的法律环境和法治宣传机制。尽管当前我国农民群体其法律维权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对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尚不了解。特别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乡村产业发展中可能会涉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等问题，如职业打假人“钓鱼”索赔，这进一步制约农村主体的积极性，影响促农增收效用发挥。

3.2 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数字技术助农增收效果。

虽然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度较低和水平不高仍是主要问题。以5G基站覆盖率为例，2021年超过97%的县城城区已经实现 5G 网络覆盖，乡镇镇区仅为40%[3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远低于城市，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与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08亿，占网民整体的28.9%，城镇网民规模达7.59亿，占网民整体的71.1%[31]。由于数字农业与数字乡村投资见效慢，短期收益不明显，小规模企业及小农户参与意愿低，导致数字农业投入不足、应用场景有待开发、整体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突出。加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乡村数字配套设施相对较差，冷链物流条件不足，进一步制约数字技术助农增收的效用发挥。

3.3 农业技术人才较为匮乏，制约了数字技术助农增收效果。

人才是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的关键突破口[32]。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农户的吸收、运用能力，如果没有与新技术、新业态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数字技术很难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第一，农村数字化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目前农村缺乏智慧化农业生产和乡村新业态所需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整体需求。第二，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对数字技术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不强，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等环节的融合与应用程度较低。第三，由于缺乏资本、市场等保障条件，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农民感知到更多的是风险而非可预期收益[33]，这不利于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影响其助农增收的成效。
3.4 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乡村数字化发展中收入不均衡风险。 

不同地区、人群对数字工具与技术的拥有和运用能力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会进一步造成“数字落差”。数字技术发展会使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贫富群体之间出现一条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导致机遇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因此，对数字化技术的接受、理解和应用能力的差异，会拉大城乡居民之间、农村群体内部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

（1）数字技术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不均衡的风险。由表4可知，农村和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均逐步提高，特别是受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施的影响，2019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呈现跨越式增长。同时，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17,037元增长到2022年的29,150元，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在逐渐扩大。
表4 我国农村和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年份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城镇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2022
	58.8
	72.1
	20,133
	49,283

	2021
	57.6
	79.5
	18,931
	47,412

	2020
	55.9
	79.8
	17,131
	43,834

	2019
	39.8
	76.5
	16,021
	42,359

	2018
	38.4
	74.6
	14,617
	39,251

	2017
	35.4
	71
	13,432
	36,396

	2016
	33.1
	69.1
	12,363
	33,616

	2015
	31.6
	65.8
	11,422
	31,195

	2014
	28.8
	62.8
	10,489
	28,844

	2013
	27.5
	62
	9,430
	26,467


数据来源：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方网站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结合现有数据（如表4所示）进行回归分析可知，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一个单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284.4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606.86元（如表5所示）。对比可知，互联网普及率对于我国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不同特点，即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对城镇居民增收的效应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这也意味着，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我国城乡居民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逐渐扩大。

表5 农村与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T值
	P值
	R方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4.49
	9.56
	均小于0.001
	0.92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606.86
	7.86 
	
	0.89


注释：回归分析中农村和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作为自变量，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因变量。
（2）数字技术加剧了农村居民群体内部收入水平不均衡的风险。农业生产存在周期长、成本投入大、经济效益相对少等特点，当前较少年轻人从事农业，农村留守老人成为主要劳动力。受老年人的知识水平、身体机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类人群接受信息化、数字化等新技术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制约其对新技术的接纳与使用，这也会阻碍数字技术的深入推广和作用发挥。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逐步下降，多数老年人无法进行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生产，导致来自农业生产的经营性收入无法获取。和相对年轻、对数字技术可接纳、可应用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在可接受数字技术的劳动人口和无法接受、使用的老年群体之间产生收入鸿沟，农村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衡现象加剧。
4 更好发挥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4.1健全数字化法律法规体系，将法制教育融入农村居民生活。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加强法治化的数字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坚持数字乡村法治化和法治乡村数字化有机结合，探索适当的立法模式，确立数字知识产权、数字财产权等，实现数字化乡村建设有法可依。同时，充分发挥乡村干部在普法宣传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法治意识和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建立数字化维权平台，最大限度地保障乡村居民权益。

4.2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有效实现数字技术促农的基础保障，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地区长远规划有效衔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和谐统一尤为关键。第一，地方应统筹推动农村数字化工作，做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县域规划，整合本地交通、物流等优势资源，协同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网络、数字技术等资源共享。第二，数字乡村建设涉及面广、任务重、周期长，需建立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如加大政府投入，如设立专门管理部门，配套投入人力、物力资源，建立高标准、高水平的统一信息平台，保障信息安全和规范化运用；创新投资运营机制，扩大社会资本投资途径，实现渠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

4.3提升数字技术素养，平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人才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数字鸿沟”带来的城乡收入存在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对数字工具与技术的掌握程度不高、运用能力较差，因此，提升农民数字技术素养极为必要。第一，发挥政务机构、主流媒体等主体作用，探索政企合作、校企合作等新模式，以开办培训班、专题讲座、在线课程以及交流辅导等方式，推动乡村数字化人才培育，积极引导城乡居民运用数字资源开展合作。第二，加大农村“示范引领”人才的培育力度，发挥“能人效应”。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通过遴选和宣传乡村人才先进典型，并给予表彰和政策扶持，鼓励引导在外创业有成、热爱家乡的创业能人、社会贤达返乡创业，促进实现乡村人才回流。通过这类群体有效促进数字技术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创造出数字乡村的独特价值，引领数字乡村发展。

4.4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弥补数字技术不足。

当前我国正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挑战，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尤为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体功能必然会下降，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使用数字技术，成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中的关注对象。数字技术赋能，难以实现与农村老年人、特别是数字技术接受差、劳动力丧失的老年人分享经济成果。共同富裕，确保每个人不掉队是基本前提，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兜底作用，依靠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等助力农村老年人的增收，保障其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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